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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利用 2014 年“农村流动人口发展状况”调查数据，基于夫妻视角对现代家庭决策与传统孝道观念行

为对农民工家庭养老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民工夫妻在父母经济支持和日常照料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情感支持方面差异显著。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在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方面，对丈夫而言，平等的家庭决

策和孝道观念是重要因素; 对妻子而言，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孝道行为。在日常照料方面，影响因素仅仅体现在

家庭决策方面，丈夫表现在现金支配决策方面，妻子表现在子女教育和自己外出打工决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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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家庭养老是区别于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的

一种重要养老模式，是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资源

的养老方式。一般认为，家庭养老责任主要由成

年子女来担当。事实上，在传统家庭结构中，家

庭养老主要是由儿子和儿媳来承担，尤其是儿媳

妇是日常照料的主要贡献者［1］，家庭养老的基本

依据是“孝”道。在西方社会，呈现的是另一种养

老模式: 父母对子女有抚育义务，而子女对父母

却没有赡养义务［2］。虽然西方国家从制度层面

也鼓励老人的家庭照料，强调代际支持、互惠交

换［3］以及代际团结［4］，但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

文化不可能真正利于老人。在中国社会，由于人

力资本匮乏，农民工面临生存与发展双重压力，

其父母的家庭养老面临严峻挑战。
与家庭养老密切相关的是家庭角色及决策

权力。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家庭角色主要体现在

“长幼有序”和“夫妇有别”。这种伦理秩序和规

范强调子女孝敬老人，自然决定了长者在家庭中

拥有更多的权力。而在现代社会，人们更加追求

自由与权力平等。妻子不再为“家”负责，而是为

“自己”负责，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已经说明了这一

·34·



点［5］。在农村调查发现，妻子在家庭中的决策权

日渐提升［6］。这一变化与家庭现代化理论一脉

相承。家庭现代化理论把个人作为起点，试图解

释家庭中平等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合理性。但是，

这一理论即使在西方，也不断被批评、抛弃和修

正。国内学者对于传统与现代的观点能否在家

庭层面进行调和也存在质疑［7］。研究发现，掌握

家庭实权的妻子对待公婆不会像对待自己的亲

生父母那样孝敬［8］。另有研究表明，当妻子照料

公婆得到社会认可和家庭肯定时，则会强化她的

角色认同［9］。由此可知，不同的妻子家庭角色决

定了家庭养老效果。

孝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立身行道的基

础。在传统儒家文化体系中，孝敬父母是子女最

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子女不孝便会失去

做人的根基［10］。孝道始于事亲、终于立身。传统

文化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立身行道，实现

社会和谐，其关键在于教育。因此，“夫妇有别”
的分工就是把教育的责任赋予妻子。几代同堂

的家庭结构有助于上行上效，实现教育的目的。

但是受家庭现代化思想的影响，现在的家庭形式

变得极为松散，核心家庭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

这些变化必然导致代际之间凝聚力的削弱和长

幼失序［11］。在现代社会，年轻人重视夫妻关系胜

过父子关系，女性更多地把自己定位于妻子、母

亲的角色，儿媳妇角色的责任感较为淡薄［12］。对

农民工而言，随着打工年限的延长以及受现代思

想的影响，原有的养老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调

查结果显示，子女数量越少的农民工越不同意养

儿防老［13］，这种观念与其说是思想现代，不如说

是出于无奈。由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孝道教育的

缺失，多数老人经常会感到孤独和抑郁［14］。

目前，很少有研究同时关注夫妻权力和孝道

对家庭养老的影响，这为本文提供了研究空间。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 一) 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4 年农村流动人口发展

状况的实地调查。此次调查采用配额抽样与便

利抽样相结合的方式，在山西、河南、湖北、广东

等 20 多个省调查了春节返乡的农民工，涉及加

工业、服务业和建筑业等行业。实际发放调查问

卷 13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1152 份，有效回收率为

88． 6%。本研究要求研究对象已婚且父母①至少

有一方健在，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样本后，最终纳

入分析的样本数为 549 份。在这些样本中，男性

占 57． 6%。平均年龄为 37． 4 岁。平均打工年限

约 13 年。居住地中部居多，占 48． 3%，东部和西

部较少。农民工及其配偶均一半以上为小学文

化程度。7 成以上农民工双亲都健在。父母生活

来源多数靠自己，占 52． 8%，靠子女的 31． 9%。

近 6 成( 58． 1% ) 农民工的父母照顾孙子女。过

半数( 54． 8% ) 农民工在本省打工。56． 9% 的农

民工夫妻一同在外打工; 一方打工、一方留守的

占 30%以上。
( 二)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家庭养老采用经济支持、精神慰

藉和生活照料来度量。经济支持用一年内为父

母提供的以货币计量的经济帮助来测量，该变量

为连续变量。情感支持由 1 年内联系父母的频

率来测量，分为 6 个月 1 次，3 个月 1 次和 1 个月

1 次( 参照类) 。生活照料主要指帮助父母解决

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如做饭、洗衣、做其他家务、

陪父母看病等。然而，对农民工而言，由于居住

距离远以及工作的流动性，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

父母身边进行生活照料，通常情况是回家时才可

能对父母提供生活照料。因此，本文采用回家探

望频率测量生活照料，探望频率分为 1 年 1 次，6

个月 1 次，3 个月 1 次( 参照类) 。
2． 自变量。家庭决策主要用妻子家庭地位

来测量。夫妻的家庭决策权主要体现在大事如

何决策上，本文从现金支配、孩子教育、投资借钱

和妻子外出打工这 4 个方面来分析家庭决策权

在夫妻间的分配和掌握。这 4 个变量均为 3 分类

变量: 自己决策，共同商议决策和由配偶决策( 参

照类) 。

对于孝道，本文考察两个方面: 一是农民工对

孝道的理解，即孝道观念处于哪一层次; 二是农民

工的孝道行为，即农民工是否听父母意见。孝道观

念采用四分类变量来度量，但由于农民工孝道观念

达到养志和养慧层次的较少，最终合并为三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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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身、养心、养志和养慧( 参照类) 。孝道行为采用

“大事上是否听取父母意见”来度量，回答分为 3
类，即经常听、偶尔听和不听( 参照类) 。

除了上述变量之外，回归分析中还控制了性

别、年龄、打工年限、户籍地、文化程度、父母健在

情况、父母生活来源、父母是否抚养孙辈、流动模

式、流动距离等变量。
( 三) 模型与方法

首先，分析了家庭养老的夫妻差异现状。然

后，采用回归模型，分别就丈夫样本、妻子样本分

析了家庭决策和孝道观念行为对农民工家庭养

老的影响。家庭养老分为经济支持、情感支持和

日常照料。因变量为经济支持，并采用 OLS 模型

进行分析，情感支持和日常照料均为定序三分

类，故采用 Ordinal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每一类模

型中，第一列数据表示家庭决策和孝道观念行为

对家庭养老的粗效应，第二列数据表示加入控制

变量后，家庭决策和孝道观念行为对家庭养老的

净效应。
三、分析结果

( 一) 家庭养老的夫妻差异现状分析

无论是比较分布还是均值，农民工给父母提

供的经济支持都没有呈现显著的夫妻差异，见表

1。从分布来看，1 年给父母经济支持的数额主要

集中在 2000 元以下 ( 41． 3% 和 45． 2% ) ，2001 ～
5000 元的比例次之，5000 元以上的较少。其原

因主要是大多数农民工父母有自己的收入和集

体或政府补助，只有约 3 成的父母需要农民工来

供养。尽管丈夫比妻子给父母的经济支持高出

1000 元，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经济

支持是夫妻相互知情的结果，即是夫妻共同支

持的。
表 1 经济支持的夫妻差异

项目
经济支持( 538) 经济支持( 538)

0 ～ 2000 元 2001 ～ 5000 元 5001 元及以上 均值 标准差

丈夫 128( 41． 3% ) 107( 34． 5% ) 75( 24． 2% ) 5175． 87 9136． 904

妻子 103( 45． 2% ) 86( 37． 7% ) 39( 17． 1% ) 4157． 10 4958． 464

LＲ 检验 / t 检验 4． 019 1． 526

对父母的情感支持( 电话联系频率) 和生活照

料( 回家探望频率) 情况见表 2。在电话联系频率

方面，夫妻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 丈夫电话联系

频率集 中 在 1 周 1 次 ( 45． 1% ) 和 3 个 月 1 次

( 46． 8% ) ，妻子电话联系频率随时间间隔的延长

而递减( 49． 8%→35． 0%→15． 2% ) 。在回家探望

方面，3 个月、6 个月还是 1 年回家 1 次，基本持平，

没有显著的夫妻差异。
表 2 情感支持和生活照料的夫妻差异

项目
电话联系频率( 516) 回家探望频率( 516)

6 个月 1 次 3 个月 1 次 1 周 1 次 1 年 1 次 6 个月 1 次 3 个月 1 次

丈夫 24( 8． 2% ) 137( 46． 8% ) 132( 45． 1% ) 103( 35． 2% ) 87( 29． 7% ) 103( 35． 2% )

妻子 34( 15． 2% ) 78( 35． 0% ) 111( 49． 8% ) 67( 30． 0% ) 77( 34． 5% ) 79( 35． 4% )

LＲ 检验 10． 425＊＊ 1． 940

( 二) 家庭养老影响因素的夫妻差异分析

家庭养老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分析见表 3。数

据显示，经济支持具有明显不同的夫妻模式。丈夫

模型粗效应显示，在投资借钱家庭决策方面，自己决

策和夫妻共同商议决策比妻子决策情况下给父母提

供的经济支持更多。在孝道理解方面，与“养志和

养慧”相比，认为孝道是“养父母之身”和“养父母之

心”的农民工给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更少。加入控

制变量后，投资借钱决策不再显著，但原先不显著的

子女教育决策变得有些显著，意味着夫妻能够共同

商议子女教育问题有利于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加入

控制变量后，孝道理解影响仍然显著，显著程度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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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对于妻子模型，只有孝道行为，即是否听父母

( 公婆) 意见显著，加入控制变量后，显著性和影响

程度更强。与表 1 结果不同，表 3 回归结果表明，夫

妻在对父母经济支持方面具有较大差异。
表 3 经济支持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丈夫模型 妻子模型

粗效应 净效应 粗效应 净效应

自己决定现金支配 0． 482( 0． 417) 0． 298( 0． 413) － 0． 163( 0． 536) － 0． 502( 0． 554)

共同商议现金支配 0． 333( 0． 406) 0． 154( 0． 399) 0． 168( 0． 500) 0． 016( 0． 512)

自己决定子女教育 0． 170( 0． 534) 0． 579( 0． 549) － 0． 318( 0． 730) 0． 160( 0． 758)

共同商议子女教育 0． 555( 0． 415) 0． 778( 0． 408) + 0． 422( 0． 607) 0． 666( 0． 639)

自己决定投资借钱 1． 317( 0． 609) * 0． 801( 0． 614) 0． 083( 0． 880) 0． 368( 0． 901)

共同商议投资借钱 1． 128( 0． 543) * 0． 627( 0． 547) 0． 460( 0． 535) 0． 481( 0． 557)

自己决定是否打工 0． 147( 0． 503) 0． 012( 0． 500) 0． 689( 0． 602) 0． 008( 0． 637)

共同商议女方是否打工 － 0． 363( 0． 304) － 0． 238( 0． 354) 0． 642( 0． 530) 0． 414( 0． 555)

孝道理解: 养身 － 0． 793( 0． 383) * － 0． 654( 0． 383) + 0． 141( 0． 566) 0． 419( 0． 592)

孝道理解: 养心 － 0． 922( 0． 402) * － 0． 915( 0． 401) * － 0． 282( 0． 562) － 0． 165( 0． 575)

经常听父母意见 0． 161( 0． 477) 0． 443( 0． 522) 1． 187( 0． 623) + 1． 671( 0． 680) *

偶尔听父母意见 0． 522( 0． 470) 0． 642( 0． 494) 1． 130( 0． 627) + 1． 364( 0． 651) *

Ｒ － Square 0． 079 0． 154 0． 087 0． 163

F 值 2． 111* 1． 886＊＊ 1． 715 + 1． 436 +

样本量 310 306 228 200

注: 1． 显著性水平: + p ＜ 0． 1，* p ＜ 0． 05，＊＊p ＜ 0． 01，＊＊＊p ＜ 0． 001; 2．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3． 为节约篇幅，略

去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表 4、表 5 同。

情感支持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见表 4。丈夫模

型结果显示，虽然共同商议投资借钱和听父母意

见影响显著，但加入控制变量后其净效应变为共

同商议子女教育和孝道理解( 养心) 。说明真正影

响对父母情感支持的是对子女教育能否达成一致

和对孝道的理解。而对于妻子模型，无论粗效应

还是净效应，听父母( 公婆) 意见都显著，换言之，

在大事处理上，妻子能够听从父母意见，有助于促

进与父母的情感交流。表 2 和表 4 结果一致，夫妻

对父母情感支持具有明显差异。
表 4 情感支持 Ordinal 回归结果

变量
丈夫模型 妻子模型

粗效应 净效应 粗效应 净效应

自己决定现金支配 0． 597( 0． 418) 0． 106( 0． 491) 0． 454( 0． 483) 0． 528( 0． 578)

共同商议现金支配 0． 562( 0． 411) 0． 403( 0． 470) 0． 724( 0． 456) 0． 687( 0． 556)

自己决定子女教育 － 0． 796( 0． 527) － 0． 743( 0． 616) － 0． 041( 0． 650) 0． 027( 0． 775)

共同商议子女教育 0． 667( 0． 410) 0． 834( 0． 469) + 0． 500( 0． 548) 0． 615( 0． 656)

自己决定投资借钱 － 1． 034( 0． 693) － 0． 740( 0． 913) 1． 035( 0． 802) 1． 050( 0． 969)

共同商议投资借钱 － 1． 260( 0． 638) * － 1． 357( 0． 842) 0． 309( 0． 471) 0． 719( 0． 562)

自己决定是否打工 0． 041( 0． 501) － 0． 370( 0． 598) － 0． 462( 0． 575) － 0． 532( 0． 718)

共同商议女方是否打工 － 0． 229( 0． 343) － 0． 077( 0． 441) － 0． 759( 0． 520) － 0． 793( 0． 683)

孝道理解: 养身 － 0． 495( 0． 381) － 0． 336( 0． 475) － 0． 717( 0． 520) － 0． 975( 0． 665)

孝道理解: 养心 0． 346( 0． 403) 0． 843( 0． 501) + 0． 054( 0． 522) 0． 267( 0．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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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丈夫模型 妻子模型

粗效应 净效应 粗效应 净效应

经常听父母意见 1． 388( 0． 475) ＊＊ 0． 506( 0． 599) 2． 594( 0． 600) ＊＊＊ 2． 153( 0． 732) ＊＊

偶尔听父母意见 1． 074( 0． 464) * 0． 576( 0． 562) 2． 031( 0． 587) ＊＊＊ 1． 373( 0． 673) *

－ 2LL 258． 075＊＊＊ 353． 477＊＊＊ 231． 298＊＊＊ 276． 940＊＊＊

样本量 284 248 215 168

生活照料影响因素分析见表 5。生活照料( 回

家探望频率) 的夫妻差异表现在影响因素，而不是

现状( 见表 2) 。无论丈夫模型还是妻子模型，孝道

观念和行为对父母生活照料都没有显著影响。丈

夫模型的家庭决策影响主要体现在共同商议现金

支配，尽管其粗效应不显著。妻子模型的粗效应

为现金支配和共同商议子女教育，但净效应则为

共同商议子女教育和共同商议妻子打工，前者显

著性和影响程度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变得更强，后

者则是从不显著变为显著。也就是说，夫妻在子

女教育和妻子外出打工方面达成一致，有利于妻

子对父母的生活照料。
表 5 生活照料 Ordinal 回归结果

变量
丈夫模型 妻子模型

粗效应 净效应 粗效应 净效应

自己决定现金支配 0． 098( 0． 383) 0． 270( 0． 432) 1． 024( 0． 480) * 0． 552( 0． 584)

共同商议现金支配 0． 511( 0． 376) 0． 707( 0． 414) + 0． 896( 0． 452) * 0． 288( 0． 553)

自己决定子女教育 － 0． 902( 0． 500) + － 0． 693( 0． 570) 0． 320( 0． 665) 0． 615( 0． 825)

共同商议子女教育 0． 006( 0． 383) 0． 225( 0． 424) 1． 199( 0． 572) * 2． 038( 0． 726) ＊＊

自己决定投资借钱 0． 827( 0． 599) 0． 175( 0． 789) － 0． 277( 0． 738) － 0． 357( 0． 954)

共同商议投资借钱 0． 185( 0． 542) － 0． 473( 0． 719) － 0． 518( 0． 474) － 0． 663( 0． 563)

自己决定是否打工 － 0． 067( 0． 475) － 0． 014( 0． 541) － 0． 510( 0． 527) － 0． 997( 0． 733)

共同商议女方是否打工 0． 378( 0． 322) 0． 483( 0． 402) － 0． 618( 0． 467) － 1． 564( 0． 696) ＊＊

孝道理解: 养身 － 0． 006( 0． 355) 0． 263( 0． 428) － 0． 554( 0． 487) － 0． 871( 0． 622)

孝道理解: 养心 0． 065( 0． 373) 0． 265( 0． 441) 0． 350( 0． 486) 0． 233( 0． 627)

经常听父母意见 0． 327( 0． 442) 0． 276( 0． 529) 0． 670( 0． 556) 0． 680( 0． 707)

偶尔听父母意见 0． 245( 0． 438) 0． 180( 0． 505) 0． 477( 0． 554) 0． 349( 0． 656)

－ 2LL 341． 398 496． 795* 248． 890＊＊ 306． 450＊＊＊

样本量 284 248 215 167

四、结语

本研究结论表明，农民工家庭养老受到现代

家庭决策权力与传统孝道伦理的双重影响。传统

家庭代际互惠伦理遭到市场交换伦理冲击，“夫妇

有别”的传统分工被现代平等的夫妻权力所约束。
研究发现，妻子孝道行为显著促进对公婆的情感

支持，并且超过了家庭决策权力的影响，表明传统

孝道仍然在发挥作用。同时也发现，夫妻间家庭

决策权平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赡养父母。这些

结论否定了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但要说同时

验证了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即传统与现代并

不必然相互冲突，可能为时尚早。因为中国社会

正处在转型期，农民工在城市还没有真正实现“居

者有其屋”，虽然已经有一些农民工父母随迁，但

还没有形成主流。而且，以孝为核心的家庭本位

主义日渐衰落，“父子有亲”附加了条件，表现在家

庭养老效果方面，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夫妻能否在

子女教育和妻子外出打工方面达成一致。老人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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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天伦之乐受到夫妻平权的制约，生活质量受

到威胁。如此发展下去，一代一代易形成恶性循

环，表现在部分子女少的农民工已经萌生了不同

意养儿防老的想法。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核心家庭越来越占

据主导地位，农民工家庭养老面临严峻的挑战。
因此，一方面，要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兼顾老人的

权益，鼓励就近城镇化或老人随迁; 另一方面，要

提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传统文化和家庭伦

理道德教育，营造“百善孝为先”的文化氛围，树立

正确的夫妻平等观，推动和谐家庭建设。

注释:

① 这里的父母指丈夫的父母，即妻子的公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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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Decision，Filial Piety and Migrant Workers’Home-based Care for the Aged:

A Husband and Wife Perspective
ＲEN Yi-ke，ZHANG Yun

(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Linfen 041004，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2014 rural－ urban migrants’develop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modern family decision and tradition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of filial piety on home－ based care for the aged
from husband and wife perspective．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show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co-
nomic support and daily care for the aged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while the opposite is true in emotional
support． The determinants of caring for the aged suggest that，equal family decision and attitudes towards filial
piety are important factors for husbands，while behaviors of filial piety are key variables for wives． As for daily
care for the aged，family decision is unique factors for both husbands and wives，the former concentrating on
cash control decision，and the latter on decision about children education and wives going out to work．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husband and wife; family decision; filial piety; home－ based care for the 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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